
论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变迁历程、
逻辑及其趋势

*

杨成湘

［摘要］ 1949 年以来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变迁主要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时期。

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下的渐进性制度变迁，其直接动因是基于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

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 或变革) 决定着集体合同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方向。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

入，中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将走向成熟，集体合同制度也必然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健全完善而趋于成熟，其内生动力将日益增强、地位作用更加凸显、政府职能不断优化、制度规划

将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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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集体合同是指劳动者通过工会或者劳动者代表就劳动报酬、保险福利、休息休假等事项与用人单位进行集体协商而签订的

书面协议。集体合同制度是关于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总称。这项制度不仅是维护劳动者权

益、预防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有效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

应对当时严峻的劳资矛盾形势，中国实施了一段时间的集体合同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展，集体合同制度逐步重新建立并开始大规模实施。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 80%”，到党的十

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政府、工会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

制”，这一系列政策主张充分说明中央对集体合同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有关集体合同制度的研究也逐渐成了学术界

关注的热点。

程延园 ( 2004) 认为，集体谈判制度有两种模式，① 协约自治模式是以集体协议为核心形成劳动条件，而政府主导模式是

由政府制定劳动标准作为劳动条件的主要内容，我国集体谈判制度发展的方向，依赖于选择哪一种模式。［1］沈琴琴 ( 2011 ) 认

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双重制度变迁因素———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2］郑桥 ( 2013 )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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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创新研究” ( 19BKS086) 。
虽然“集体协商”和“集体谈判”有一定区别，但为了讨论方便，本文在论及我国相关情况时一般用“集体协商”，在讨论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关情

况时则一般用“集体谈判”，在引用相关学者论述时则采用原文表述。



为，目前中国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布署和自下而上从工人行动开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集体协商启动方式，这两种路径的共同发展

将使该项制度更健康地推进，不过，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第一种方式仍将占主导地位。［3］常凯 ( 2013) 认为，中国劳动关系正

在进行集体化转型，为适应这种转型，政府劳工政策也需要从个别调整为主转变为以集体调整为主。［4］全国总工会有关人员认

为，我国的集体谈判制度必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成为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5］从上述文献可

以看出，学术界关于集体合同制度变迁的研究还是比较零碎的，特别是对于其中蕴涵的变迁逻辑是什么，变迁趋势怎么样，还

几乎没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研究。本文在阐述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效果的基础上，对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发展趋势进

行论述和分析，以期为学术界和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二、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效果评价

1949 年以来，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变迁大体上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以后两个时期。

1． 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体合同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效果评价

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同时，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频发。为了尽快扭转这种局

面，中央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根本经济方针。在劳动关系领域，则开始要求在私营企业推

行集体合同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 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

与资方签订集体合同。［6］1950 年前后，北京、上海等地一些私营企业签订了集体合同。1950 年 6 月颁布的《工会法》第五条、

第六条分别规定在国营及合作社经营的企业和在私营企业中，工会有与企业行政方或资方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这也是第一次

规定在国营及合作社经营的企业中实行集体合同制度。不过，这一时期重点是在私营企业，内容上在突出维护职工权益的同时，

要尽量考虑资方利益，以实现“劳资两利”。这主要也是为了调动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以克服当时面临的生产经营困难。随着

1952 年下半年三大改造的实行和 1953 年“一五计划”的实施，五大经济成分并存、国营经济占领导地位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发

生变化，集体合同制度建设也相应发生变化。这主要体现在: 实施范围主要由私营企业转向国营企业; 集体合同的首要内容是

完成生产计划，而维护职工权益则被放到了次要位置。这一时期，集体合同制度在国营企业内得到了较快实施。如，山西省在

1954 年开展集体协商的厂矿企业达 121 家，占全省 219 家国营企业数的一半以上。到 1956 年底，由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公有

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劳资关系不再存在，集体合同制度随之受到忽视并逐渐消失了。这一时期集体合同制度虽然还不完善，实

施时间也很短，但这项制度的实施对于预防和化解当时面临的劳资矛盾，进而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

1952 年下半年实行三大改造以前，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被看成是解决劳资纠纷、实现“劳资两利”的中心环节，有力缓

解了当时劳资纠纷频发的严峻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社会稳定和新生政权的巩固。

2． 改革开放以后集体合同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效果评价

一是恢复阶段 ( 1978 ～ 1991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市场化劳动关系的逐渐建立，一度中断 20 余年的集体合

同制度也开始重现。除了一些国营企业以外，有的非国营企业也开始试行该项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工会发挥了重要推动

作用。①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大，私营企业开始大量涌现，劳动关系逐渐变得复杂，集体合同制度在一些法规中开始被重新提

及，开展集体协商的私营企业也有所增多。几乎与此同时，由于劳动关系双方都是国有资产的共同支配者和受益者，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一些国有企业开始实行共保合同制度，但是这种合同与集体合同有很大不同，其实际作用发挥也不大，国家法

律也没有予以确认。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劳动部门要求各地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向规范的集体合同过渡。在这一阶段，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尚未确立，社会各界对包括集体合同制度在内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还不清晰，因而集体合同

制度总体上尚处于恢复试行阶段，真正建立集体合同制度的企业还很少 ( 主要集中在私营企业) ，甚至还出现过与集体合同

制度有很大差异的共保合同制度。这也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的背景下，人们对集体协商制度还存在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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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79 年召开的全国总工会九届二次执委扩大会议呼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恢复开展集体协商。1983 年 10 月修订的《中国工会章程》规定，基层工会有权同行

政部门签订集体合同。



看法，认识还不够深刻。

二是正式建立阶段 ( 1992 ～ 1999 年) 。1992 年 4 月颁布的《工会法》规定，工会可以与有关单位签订集体合同。为了同党

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要求相适应，中国颁布了《劳动法》 ( 1994 年 7 月) 。这两部法律的颁布标

志着集体合同制度正式建立。以此为依据，原劳动部颁布了更为具体的集体合同规定。尽管法律已经明确，但劳动部门还是采

取了先试点、再推广的谨慎做法。1994 年，原劳动部选定 57 户企业进行集体协商试点，其中有 7 户签订了集体合同; 到 1995

年底，劳动部门推动开展集体协商试点的非国有企业达 800 多家; 1999 年，报劳动部门审核通过的集体合同 19. 4 万份，涉职工

5980 万人。① 全国总工会还开展了行业集体协商试点工作并制发了相关政策性文件。在这一阶段，集体合同制度在各地非国有

企业试点的基础上得到了初步发展，全国报送劳动部门的集体合同数逐年增加，但总体上还很不规范。

三是快速推进阶段 ( 2000 ～ 2012 年) 。由于工资是职工生活的主要来源，是其获得劳动报酬的主要表现形式，因而工资集

体协商开始逐步成为集体协商工作的重点。2000 年 11 月原劳保部专门发布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2007 年《劳动合同法》

首次对工资调整机制等专项集体合同以及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做出法律规定。有了这些依据，工资集体协商和行业集体协

商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2015 年“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 80%”的目标任务。2010 年，国家协

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 ( 一般简称“国家三方会议”) 制定了推进实施集体合同制度“彩虹计划”，提出了具体量化指标。② 全国

总工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普遍”并连续制发了多个相关政策性文件。③ 在这一阶段，工资集体协商逐步成为重点，行业集

体协商加快推进，集体协商影响力逐步扩大，集体合同签订率明显提高。全国总工会资料显示，2005 ～ 2011 年全国签订工资专

项集体合同数增加了 2. 6 倍，由原来的 25. 2 万份增加到 91. 2 万份; 覆盖职工数增加了 2. 3 倍，由原来的 0. 35 亿人增加到 1. 16

亿人。④ 但是，许多集体合同千篇一律，还停留在照搬照抄法律条文层面，许多集体协商流于形式，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7］

四是深化发展阶段 ( 2012 年至今) 。这一阶段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进行的。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千方百

计增加居民收入”的角度首次提出“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形成合理有序的收

入分配格局”的角度要求“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从“推行”到“完善”，虽然只有两个字之差，却说明在全面深化改

革新形势下中央对集体合同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突出强调完善集体合同制度规则并提高其实施效果。为此，2014 年

4 月，国家三方会议下发了推进实施集体合同制度“攻坚计划”，在继续提出具体量化指标的同时，着力强调增强集体合同实

效。全国总工会也相应出台了提升集体协商质量的相关政策性文件。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

度”。截至 2018 年末，全国报送人社部门审查并在有效期内的集体合同累计 175 万份，覆盖职工 1. 55 亿人。⑤ 这一阶段，随着

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完善集体合同制度”“提升集体协商质量增强集体合同实效”逐渐成为主要目标之一。毫无疑问，这一

目标取向是正确的。集体合同制度的实施，对于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特别是那些集体停工事件，最

后几乎都是通过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解决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国家三方会议、全国总工会相应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

但仍未触及问题的核心，原来存在的那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由此造成的集体合同形式化现象仍然比较突出。这一时期，

全国每年签订集体合同数都在 100 万份以上，但在此过程中却极少有集体合同争议，特别在集体合同履行过程中更是如此。⑥ 有

利益才可能有冲突，有矛盾才可能有争议。在集体合同数量如此庞大的情况下，却极少有争议，这是不大合乎常理的。一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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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政务公开·数字人社栏公布的《1994 年劳动事业发展年度公报》《1995 年劳动事业发展年度公报》《1999 年度劳动

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2001 年，原国家劳动部、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组成的国家三方会议成立。考虑到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代表性不足，

2011 年国家三方会议吸纳全国工商联同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一起作为雇主一方代表加入其中，形成了现在的三方四家格局。这是一种松散型议事机构，

一般没有正式编制、常设机构和专门工作经费保障。开展工作时一般由人社部门牵头，通过召开会议、下发文件等方式共同处理劳动关系问题。“彩虹计划”明确提

出“从 2010 年到 2012 年，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其中，2010 年集体合同制度覆盖率达到 60% 以上; 2011 年集体合同制

度覆盖率达到 80%以上。
2010 年 7 月，全国总工会提出“两个普遍”，即“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先后制发了《2011 ～ 2013 年深

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规划》等文件，指导各地工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根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 2005 ～ 2011 年《中国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发展状况统计公报》数据整理而得。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政务公开·数字人社·统计公报栏公布的《2018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而得。
笔者曾经就这个问题同多个省级总工会负责集体合同工作的部门负责人进行过交流，他们都表示没有听说过辖区内发生过集体合同争议。可能也正因为集体

合同争议少，因而在《劳动统计年鉴》的统计条目中甚至都没有设置集体合同争议这一项。



较合理的解释就是集体协商实效性并不强，大多流于形式走过场。

三、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变迁逻辑

1． 集体合同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下的渐进性制度变迁

从集体合同制度变迁历程可以看出，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变迁都是在政府主导

下进行的，在每个阶段都充满着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这是因为政府不但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在资源配置上也

有很大权力。［8］政府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通过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确定集体合同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向、步骤、内容、

形式等。可以说，整个制度变迁，都是围绕政府预先确定的目标进行的，否则很难获得其支持。无论是有关集体合同法规规章

或政策的制定，还是集体合同制度的实施，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如，政府直接制定相关法规规章，并推动集体合同写入

相关法律; 推动集体协商纳入国家“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纲要，等等。也正是在政府主导下，集体合同制度变迁呈现出明

显的渐进性，总体上是一个先易后难、试点推广、部分改革、循序渐进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从重点在私营企业实施，到

重点在国营企业实施，再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停止实施，都是在政府主导下逐渐进行的; 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私营

企业实行的劳资协商会议，也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后，从选择部分省市非国有企业进行试点到要求所有企业普

遍开展集体协商，从企业集体协商到行业集体协商，从综合性集体合同到重点强调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整个集体合同制度变迁

过程都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而且，这种变迁是“利用原有的组织资源进行改革和调整，一直在政府的调控下稳定有序进行”，

因而“整个变迁过程并没有出现过激行为或者引起社会的大的波动”。事实上，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对共保合同制度采取向集体

合同制度逐步过渡的做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2． 集体合同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是基于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

从集体合同制度变迁历程可以看出，集体合同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都是基于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稳定，集体合同制度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刚成立时，私营企业工资形式混乱、水平

高低不一，劳资矛盾突出，严重妨碍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当时重点在私营企业推行集体合同制度的直接动因;

1956 年以后，政府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国家、企业、职工利益一体化，劳资矛盾无从谈起，集体合同制度自然也就暂时告

别了历史舞台。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制经济讯速发展，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开始大量涌现，劳动关系逐渐变得错综复杂，劳

动关系矛盾日益凸显。为了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建立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政府开始着力推动集

体合同制度建设。从 1994 年《劳动法》对集体合同做出明确规定，到 2007 年《劳动合同法》设置“集体合同”专节，都是基

于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尤其是化解集体劳动关系矛盾的直接现实需要。事实上，2010 年国家三方会议制定的“彩虹计

划”正是在全国一些地区出现停工潮的背景下出台的。可以说，集体合同制度的每一次重大变迁，都是由当时严峻的劳动关系

形势直接推动的。这项制度的优势体现在，一方面同市场经济公平、自由竞争的理念高度契合，企业与职工双方可以根据自由

意志在企业内部进行平等协商，合理确定职工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等事项; 另一方面，政府在不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

通过提供集体合同制度供给，能从市场经济法治的角度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9］也正是在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这一直接

目标的牵引之下，集体合同制度才凸显出其应有的重要价值。

3． 经济体制改革 ( 或变革) 决定着集体合同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方向

从集体合同制度变迁历程还可以看出，集体合同制度变迁都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 ( 或变革) 进行的，都是服从和服务于经

济体制改革 ( 或变革) 的要求和进度的。一旦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 或变革) 有了新的提法和举措，这项制度就会及时进行适应

性调整。如，新中国刚成立时重点在私营企业推行这项制度，就是围绕当时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这一根本经济方针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不久，国家就颁布了集体合同相关法律

法规并开始试点推广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就作为

内容之一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的集体合同制度就是随着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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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建立、发展而发展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视角看，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变迁本身就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 或变革) 的一部分，并与经济体制改革 ( 或变革) 的目标要求相协调。毕竟，劳动关系是一种最重要最基本的经济关系，而

集体合同制度作为调整劳动关系的基础性手段之一，毫无疑问得服从并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 ( 或变革) 。

四、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变迁趋势

集体合同制度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被称为集体谈判制度。这项制度在西方已有 200 多年历史，经过曲折发展现在已经

基本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这些国家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集体谈判制度体系，

如德国、卢森堡、瑞士、芬兰等国都制定了专门的集体合同法，都有独立性和代表性很强的劳资组织，政府遵循劳资自治原则，

对集体谈判过程干预很少，等等。由于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而这项制度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有效

化解劳资冲突的一项伟大的“社会发明”。［10］可以说，集体谈判的理念已经成为一种企业文化、一种习惯，深深根植于这些国家

劳资双方的日常活动之中。［11］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实施集体合同制度已逾 40 年，但是同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过 200 多

年变迁才趋于成熟相比，中国真正建立并大力推广实施集体合同制度也就 20 多年，这也决定了无论在集体合同制度规则上还是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都难免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其实际作用发挥也很有限，这就为将来集体合同制度变迁提供了广阔空间。

1． 内生动力将日益增强

虽然改革开放后集体合同制度实施已逾 40 年，但集体协商大多流于形式走过场，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劳动者承担的是“被

参与”“被代表”的角色。他们对集体协商还不甚了解，不知道有集体协商权利，即使知道有，但由于劳动关系双方力量对比过

于悬殊，劳动者在集体协商实践中也往往“不敢谈”。真正由劳动者主动发起的集体协商，在实践中很少发生。事实上，在中国

劳动关系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劳动者基本上是被“抛入”劳动力市场的，其利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维护，改革进程中对

劳动者利益的忽视是导致劳动关系问题的真正原因。［12］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广大劳动者，特别是新生代劳动者的

公平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同时，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加强烈。美好生活是在

劳动基础上创造和实现的。从劳动视角看，新时代建构美好生活，首先要落实在劳动产品占有和分配上的公平正义。［13］对于广

大劳动者来说，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是要由工会代表劳动者一方与雇主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合理地确定利益分配关系。且随着

劳动者法治意识的增强，他们也将更加习惯于通过集体协商这一平台理性有序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毫无疑问，广大劳动者

对主动开展集体协商的动力将不断增强，对集体合同制度建设将提出更多需求。

2． 地位作用将更加凸显

劳动关系矛盾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劳动关系矛盾就不可避免。中国劳动关系虽然总体保持和谐稳

定，但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局部地区劳动关系发展态势趋于紧张，全国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呈增加趋势。国家人

社部资料显示，2014 ～ 2018 年，全国各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分别为 155. 9 万件、172. 1 万件、

177. 1 万件、166. 5 万件和 182. 6 万件，屡创新高。① 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不断增加，折射出中国劳动关系趋于严峻的社会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基于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的需要，政府必将更加重视集体合同制度建设。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劳动力供

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将对集体合同制度变迁产生重要影响。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自 2012 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呈逐年递减

的趋势，到 2020 年后减幅将加快，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2018 年全国劳动就业人员总量下降了 54 万人，

为近 60 年来首次下降; 2019 年全国劳动就业人员总量又下降了 115 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就业人员总量双下降，意味着中国劳

动力供给减少，人口红利正在加快消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将有力改变劳动关系双方的地位和力量对比，广大普通劳

动者的力量将逐渐增强，双方力量严重失衡的格局将得以改变。从长远来看，这不但会增强普通劳动者单独同雇主讨价还价的

筹码，而且也将给集体合同制度的更广泛、更有效实施提供更多机会。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更不应该干预微观

经济运行活动，企业劳动者的工资福利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中央反复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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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将更加重视集体合同制度建设，由劳动关系双方充分博弈，推动形成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

进而促进企业收入合理分配。所以，无论是基于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的需要，还是出于企业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分配公平公

正的考量，集体合同制度的地位和作用都将更加凸显。

3． 政府职能将不断优化

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变迁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是相契合的。就集体合同制度规

则本身的健全完善而言，毫无疑问得由政府来主导，即使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是如此。但在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变迁过程

中，政府职能出现了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项制度的健全完善及其实施效果。如，在 2008 年以后，政府采取设置集

体合同签订率等数字指标的方式来推动已建工会企业普遍开展集体协商，全国总工会在相关政策性文件中也都提出了具体量化

指标。指标管理成为国家推动集体协商制度建设的核心策略。［14］这种指标推动的方式，使得本来属于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博弈的

集体协商演变成了围绕指标考核而进行的体制内互动，集体协商往往容易流于形式。事实上，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同 2010 年国家三方会议下发的“彩虹计划”相比，2014 年 4 月下发的“攻坚计划”最大变化之一就是要求“着力提升集体协

商质量、增强集体合同实效”。全国总工会也于 2014 年专门下发了关于提升集体协商质量增强集体合同实效的意见。在这些政

策导向下，从 2017 年开始，全国报送人社部门审查并在有效期内的集体合同数已经连续两年下降。可以预见，在要求“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的新时代背景下，政府在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建设中将不断优化其职能，进一步弱化集体合同签订率、集体协商覆

盖率等量化指标的评价作用，而将重点转移到如何提高集体协商质量上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

应有之义。

4． 制度规则将趋于完善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虽然相关法律对集体合同制度做出了规定，但还不健全，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

这些制度规定还比较零散且缺乏刚性约束力，这就导致关涉集体合同的某些重要问题。如劳动者在缺乏集体行动权的情况下雇

主方拒绝开展集体协商时该怎么办，在集体协商过程中无论双方怎么谈都谈不拢时该如何处理，劳动者和雇主的组织权利界限

究竟在哪里，这些都缺乏界定和处置的依据。法律不健全是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实施实效性不强的重要原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提出，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到 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15］法治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最佳模

式。依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之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治国家、法治

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必将引领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下，集体合同相关法律法规立

改废工作的进程会加快，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工作也会加快，进而将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切实可行的集体合同制度体系。

五、结论与建议

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政府主导下的渐进性变迁，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已经建立并得到了大规模实施，社会影响力不断扩

大，但仍面临着制度规则不健全、集体合同形式化等现实困境，其实际作用发挥也很有限。中国集体合同制度变迁是围绕经济

体制改革 ( 或变革) 进行的，改革开放以后的集体合同制度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建立的、发展而发展的。随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劳动者对开展集体协商的内生动力将日益增强，集体合同制度的地位作用将更加凸显。同时，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将走向成熟定型，政府职能将不断优化，集体合同制度也必然会趋于健全完

善。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不过，这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重点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健全集体协商主体。开展集体协商

签订集体合同离不开健全的主体。这是前提和基础。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工会组织体制改革，尤其是加强企业工会组织建设，

增强企业工会组织活力，使其能真正承担起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 另一方面，应加强雇主组织建设，并促进其规范化、

制度化运作。二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虽然一般不能直接干预集体协商具体过程，但在集体合同制度建设中理当发挥

关键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在明确其权力边界的基础上，承担好集体协商宣传引导者、规则制定者、平台搭建者、监督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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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处理者等角色，从而为集体合同制度的高效运行创造良好环境。三是完善集体合同法律法规。可借鉴德国等西方发达市场

经济国家经验，制定专门的集体合同法，并增强其刚性和可操作性。在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作法，先

出台集体合同条例等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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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nge Process，Logic and Trend of
China’ s Collective Contrac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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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49，the change of China’s collective contract system has mainly gone through two periods: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he perio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hange of China’s collective contract
system is a gradual system change led by the government． Its direct motivation is to prevent and resolve labor relations
contradictions．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 or change) determines the path and direction of the collective contract system
change．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China’ s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 will be mature，and the
collective contract system will inevitably become matur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ts
endogenous power will be increasingly enhanced，its status and role will be more prominent，the government functions will be
constantly optimized，and the system rules will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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